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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
———基于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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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态势持续增强，其面临的困境愈发凸显，具体表现为理论

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 理论困境导致“全球南方”问题研究缺乏本土视角，群体性崛起的

合法性难以得到认同；制度困境导致“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薄弱，国际影响力难以有效

发挥；发展困境导致“全球南方”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潜力难以充分激

活。 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与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形成与加深

的主要原因。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助力“全球南方”突破相应困

境。 理论上，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破解强调“对抗冲突”的“西方迷思”，强化“全球南

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践上，“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

效提升“全球南方”的制度性权力，充分激活“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其实现发展战略自

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平等享受发展成果。 当然，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应用于“全
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尚处于探索阶段，深层融合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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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下，“全球南方”的战

略价值愈发凸显。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王毅外长

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时指出，“‘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集合体，体现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群

体性崛起。”①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习近平主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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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致辞中强调，“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

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①政治影

响力的上升、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全球治理体系

的深度变革，推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

格局呈现更明显的多极化态势。 政治上，“全球

南方”成为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调整与重塑的关

键力量；经济上，“全球南方”国内生产总值的全

球占比不断上升，为破解世界经济难题做出巨

大贡献。 虽然“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

的崛起态势在增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平等有

序的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意愿在加深，但西方为

维护霸权秩序，对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

“威胁”认知也在不断强化，由此带来的崛起困

境不断加深。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当

下，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如何从理

论与实践层面助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具
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基于

此，本文尝试结合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
实践，探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这一重

要命题，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尚未全面展开分析

的一个方向。

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

三重困境

　 　 “全球南方”的兴起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基

础。 从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扩张的视角来

看，“全球南方”指的是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并从

非民主政权中“解放”出来的地方；从新兴政治

社会的视角来看，指的是那些脱离西方民主话

语束缚的地方。② 与“第三世界” “贫穷世界”
“欠发达地区”等概念相比，“全球南方”更为中

性，政治上谋求独立自主、经济上追求发展振

兴、秩序上强调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国家的

共性。 伴随当代世界资本主义陷入深度发展危

机，其破坏性后果在“全球南方”中体现得最为

明显。③ 当前，国际秩序变乱交织，“全球南方”
国家深受其苦，对独立自主、发展振兴、公平正

义的共同追求更加强烈。 正因如此，以中国为

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反对殖民主义、霸权政

治的诉求不断凸显，并以改变现有不公正不合

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为目标。④ 然而，西方

集团对霸权秩序的护持决心与“全球南方”期待

变革的愿景同样强烈。 因此，虽然“全球南方”
的整体性崛起态势在持续增强，但也面临来自

西方霸权秩序的巨大阻力。 结合历史与现实，
本文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困境概括为理

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

１．１　 理论困境

理论困境主要体现为“南北”理论发展的严

重失衡。 具体来看，这种理论失衡涵盖了国际

关系理论、国际发展理论以及国际文化理论等

多个维度。 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当前关于“全
球南方”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视

角，本土理论则被边缘化。 考察国际关系理论

在全球范围内输入与输出的过程可知，“全球北

方”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传递进程中存在

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不公。 “全球北方”国

家的学者抢先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

畴，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大多只能消化、
吸收，而非创造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 久而久

之，“‘全球南方’国家无法进行理论原创的偏见

就此形成”，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被忽

视，基于本土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难以

在理论研究中得到体现。 比如，中东和拉美的

现实主义流派产生时间早于新古典现实主义，
且注重将研究范式与本土经验紧密结合，解释

力亦有所提升，但这些理论流派却没能走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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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原产地。① 同样地，“南北”失衡在国际发展

理论方面亦有所体现。 以现代化模式为例，凭
借现代化发端于西方社会这一历史事实，西方

理论界长久把持着现代化的解释权，将现代性

等同于西方现代性。② 事实上，西方现代化是一

种将自身特殊性附魅为世界普遍性的发展模

式，其实质是打造和维系以“中心—边缘”为特

征的资本主义全球剥削体系。③ 而中国式现代

化不仅是众多后发民族现代化的重要代表，也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

路确立了信心，打破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迷

思，在更高阶段上深化、丰富并创新了世界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 然而，美国为进行霸权护持，遏
制围堵中国，不断渲染中美国际发展政策的差

异，并将这种差异解读为“美国模式”与“中国模

式”的分歧，甚至上升为 “民主” 与 “专制” 的

对立。④

理论的发展需要顺应现实的变化，“全球南

方”的群体性崛起现实需要相应的理论关照。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全
球南方”正在超越地理和地缘政治范畴，成为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力量。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预测，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２５ 年，发达经济

体的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 １．５％和 １．８％，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 ４．１％和 ４．２％。⑤ 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在全球 ＧＤＰ 的份额

达到创纪录的 ３５．７％，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

降至 ２９％。⑥ 自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５ 年，“全球南方”
国家连续四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分
别是 ２０２２ 年的印度尼西亚、２０２３ 年的印度、
２０２４ 年的巴西和 ２０２５ 年的南非。 与“全球南

方”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相比，
理论研究的进展却较为缓慢。 有观点指出，随
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的重心正在从北半

球转移至南半球，相关理论也需调整以适应这

一转变。⑦ 总之，当前“南北”理论发展失衡的现

象值得高度重视。 这不仅影响相关理论持续发

展的生命力，更关乎“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能否得到合法性认同，从而推动构建公正合理

的新型国际秩序。

１．２　 制度困境

制度困境主要体现为“南北”国际制度性权

力的严重失衡。 国际制度性权力是指在规范、
规则和组织的形成、存续和变迁过程中，行为体

依据其实力和意愿，影响国际社会中其他行为

体的认识和行为的能力。⑧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制度性权力并非自发生成，其获得取决于国家

行为体与既有国际制度的互动。 然而，现代国

际秩序由西方缔造和维护，在这种国际秩序之

下，“全球南方”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的

影响一直存在，“全球南方”国家依旧受到不公

正、不公平的对待。⑨ 无论是国际制度互动，还
是对国际议程、问题或政策行动的影响力，“全
球南方”国家仍处于弱势地位。 有观点指出，
“全球南方”这一术语事实上标志着世界上的下

层人民相互承认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边

缘的共同处境。􀃊􀁉􀁒 因此，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对

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非常强烈，期待获得相应

的国际制度性权力，但西方霸权护持的决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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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１ 页。
罗建波、李伊：“美国加强对华国际发展援助竞争与中国

的战略选择”，《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第 ６６ 页。
“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大致平衡，经济有可能实现‘软着

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ｚ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
ｕｐｄａｔ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４。

“金砖国家在全球 ＧＤＰ 中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 ３５．７％”，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４０７０３ ／ １０６０１９４１５１．ｈｔｍｌ。

Ｓｕｓａｎ Ｐａｒ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Ｒｅ ）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４， ２０１２， ｐｐ．５９３－６１７．

张发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太平洋学

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 页。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３ 期，第 ５２ 页。
Ａｌｆｒｅｄ Ｊ． Ｌｏｐｅｚ，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 Ｐｏ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１－１１．



第 １０ 期　 刘　 洋等：“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 ———基于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

必使“全球南方”变革世界秩序的进程面临诸多

障碍。
基于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牢牢掌控

着国际制度的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和国际

话语权，其遏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动力，
也正是“全球南方”崛起于霸权秩序的阻力。 作

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兴起，“全球南方”对自主平

等的诉求与“全球北方”的霸权护持形成历史性

拉扯与震荡。① 虽然“全球南方”的经济体量较

大，经济增速较快，但在主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

性不足，导致制度困境愈发凸显。 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委员会（ＵＮＣＡＴＤ）秘书长丽贝卡·格林

斯潘（Ｒｅｂｅｃａ Ｇｒｙｎｓｐａｎ）强调，与六十年前相比，
尽管现在的“全球南方”约占世界经济产出的

５８％，南南贸易约占所有贸易的三分之一，贫困

和人类发展指数不断改善，但在最重要的指标

上仍然落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

票权为例，发达经济体仅占世界人口 １３．６％，但
拥有 ５９．１％的选票；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 ８６．４％
的人口，创造了 ５８％的 ＧＤＰ，却只拥有 ４１％的投

票权，中国的 ＧＤＰ 约占全球经济的 １８％，但仅

享有 ６％的投票权。② 由此可见，既有国际制度

的结构性不平等阻碍了“全球南方”的发展，部
分机制设置并不能公正地反映各国共同利益，
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合理关切。 总之，“全
球南方”尚未获得与其经济实力及世界发展贡

献率相匹配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相应的国际议

程设置能力与规范塑造能力等亦受到掣肘，变
革世界秩序的影响力难以有效发挥。

１．３　 发展困境

发展困境主要体现为“南北”之间持续扩大

的发展鸿沟。 当今世界面临最突出的不平等，
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等。 西

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

生产环节，将低端生产工序和环节转移到“全球

南方”国家，造成其长期落后。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１０ 日，厄瓜多尔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与南

方中心（Ｓｏｕｔｈ Ｃｅｎｔｒｅ）组织了一场关于全球价值

链 （ＧＶＣ） 的讨论会。 厄瓜多尔大使米格尔·

卡博·贝尼特斯（Ｍｉｇｕｅｌ Ｃａｒｂｏ Ｂｅｎｉｔｅｓ）在开幕

致辞中强调，“全球价值链往往会深化传统的国

际分工模式，跨国公司为实现高效运作，选择在

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原产国进行生产，但这种

结构可能会损害各国相应的主权利益，欠发达

国家难以从中获益。”④以数字技术为例，现有的

国际制度环境确立了数据等无形资产的强排他

性，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能够垄断无形资产，获
得相对于南方国家企业与政府的不对称权力，
“全球南方”国家则长期困于附加值的最低层。⑤

总之，收益分配不对称地偏向全球价值链的上

游，高端工序则由具有显著优势的发达国家所

控制，导致南北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性扩大。
此外，在气候治理领域，发达国家作为全球

变暖的始作俑者，理应承担气候治理的领导责

任，却习惯性地批评发展中国家，并刻意忽略这

些国家在减排和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发展鸿沟。 事实上，与发达

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不仅不是气候破坏

的实施者，反而是气候危机的重要受害者。 研

究显示，全球约 ９０％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

发达国家。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即
使是收入水平最低的 １０％的个人，其碳排放量

也是印度、巴西或东盟地区最贫困的 １０％的个

人碳排放量的 ６ 至 １５ 倍。⑥ 令人担忧的是，根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适应差距

报告》，目前发达国家筹集的气候适应投资仅为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人民论坛·学术

前沿》，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３ 期，第 ３５－４９ 页。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Ｒｅｂｅｃａ Ｇｒｙｎｓｐａ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ＵＮＣＴＡＤ， Ｔｈｉｒ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ｍｍｉ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ｏｓ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ｉｒｄ－ｓｏｕｔｈ－ｓｕｍｍｉｔ．

王明国：“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

际秩序转型”，《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第 ２１ 页。
Ｋｉｎｄａ Ｍｏｈａｍａｄｉｅ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１４，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ｅ． ｉｎｔ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ｎ－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

秦北辰：“数字技术、权力失衡与全球南方产业发展的困

境”，《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８０ 页。
“在气候问题上失信于全球南方 发达国家加剧全球分

歧”，新华网，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４０２１８ ／
ａ６３１４ｅ９ｅｅｅ０７４４９ｅｂ６ｄ１ｂｅ５７ａ２６２７ｅ５９ ／ ｃ．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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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所需的 １ ／ １８ 到 １ ／ １０，资金缺口巨

大，项目规划和实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① 总

之，为了固化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西方话语体

系中的“基于规则”始终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规
则”，等级制与圈层化特征明显，导致“全球南

方”与“全球北方”的结构性差距难以跨越。
由此可见，虽然“全球南方”在政治、经济等

领域的整体影响力不断上升，但理论困境、制度

困境与发展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群体性崛

起受到结构性制约。 为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

利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有必要深度剖析“全球南

方”群体性崛起困境的成因并探索相应的破解

路径。

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困境的产生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何面临理论、
制度与发展困境？ 明确相关成因有助于更好地

助力其群体性崛起。 究其实质，理念驱动现实，
现实强化理念。 基于此，下文尝试结合困境的

具体表现，从理论与现实两大层面对“全球南

方”群体性崛起困境的成因进行剖析。

２．１　 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是为霸权秩

序提供合法性支撑，强调区分 “自我” 与 “他

者”，重在凸显“对抗”与“冲突”，难以构建和平

共处乃至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群
体性崛起的现实在这一“西方迷思”下，不仅难

以获得相应的理论关照，其合法性认同也会被

严重削弱。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

起，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公已经消失。
相反，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使其在

关键概念与原则的定义权与解释权方面占据绝

对优势。 比如如何界定最紧迫的威胁，以及西

方国家在启动“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方面所具

有的较大影响力。② 此外，以朝鲜核问题为例，
有观点认为，“如果朝鲜无权拥有核武器，那美

国和中国就应该保护朝鲜的安全，换来它的去

核化，这才是以身作则和公平，只有西方国家会

在没有考虑公平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就要求制

裁，事实上世界上 １９５ 个国家里，西方国家只占

了大约 ２０％。”③同样地，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和巴

以问题的升级，与美西方集团的“拱火浇油”和
“双标”立场密切相关。 西方并不能站在中立的

视角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

方案却屡遭西方抨击，并被刻意塑造为对“自由

国际秩序”的挑战。
事实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战争与和

平问题思考的历史资源，过多地来源于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以及西方近代以来频繁的内部战争

经验。④ 这与“全球南方”对和平与发展的强烈

诉求并不匹配。 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

主要受益人，西方将“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视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 因此，当“全
球南方”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变革霸权秩序的

愿望愈发强烈并开始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

话语权时，西方的“对抗性”思维愈发凸显，蔑
视、质疑和否认“他者”的行为剧增。 美西方对

中国的遏制打压以及污名化就是这一思维的直

接体现。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抗冲突”内
核，难以容忍任何企图变革霸权秩序的力量。
为维护霸权秩序，霸权国不断强化这种近乎偏

执的“威胁”认知，借助经济、科技、军事、盟伴网

络等多种力量对崛起国进行遏制，战略偏好愈

发极端，安全困境持续加深。 基于此，在当前西

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全球南方”群
体性崛起不仅难以得到合法性认同，还会被视

为动摇霸权秩序的“威胁”，崛起进程中面临的

阻力持续加大。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２３ 年适应差距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ｚｈ － ｈａｎ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２０２３ｎｉａｎｓｈｉ
ｙｉｎｇｃｈａｊｕｂａｏｇａｏ。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Ｐｏｌｅｔ，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ｘｆｏｒｄｏｍｎｉａ． ｏｒｇ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６ ／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ｔ ／ ．

阎学通、张琪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７ 页。

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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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

从内因来看，内生源动力不足造成“全球南

方”的整体发展受限。 发展是解决人类一切问

题的关键，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全球南方”国
家发展的主要瓶颈。 虽然以中国、印度、巴西、
南非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取

得了较大进步，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全球南

方”国家仍然存在收入较低、贫困程度较高、人
口稠密、教育机会有限和卫生系统不完善等现

象，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薄

弱。① 然而，由于投资大、风险高且回收期长，西
方集团主导的许多私营跨国企业投资意愿日渐

低迷，“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需求始终面临巨

大资金缺口。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

现有赖于优质基础设施的提供，但基础设施的

投资远远不足。 根据二十国集团 ２０１７ 年发布

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显示，２０４０ 年全球

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达到 ９７ 万亿美元。② 更严

重的是，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冲击、乌克兰危机的

延宕和巴以冲突的升级，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基

建融资的倒退，长期投资更加匮乏。
从外因来看，西方势力的分化与拉拢加剧

了“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危机，整体凝聚力被

削弱。 “全球南方”囊括国家众多，异质性较突

出，内生凝聚力有限，容易因外部冲击而产生分

歧。 鉴于“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塑造世界秩

序走向的关键力量，为进行霸权护持，西方开始

加速对相关国家的分化和争夺。 一方面，展开

声势浩大的“全球南方”外交攻势，争夺这些国

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 欧盟委员会前副

主席凯瑟琳·阿什顿（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Ａｓｈｔｏｎ）认为，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中“全球南方”的态度表明，
西方需要重新思考那些理所当然的关系，尊重

南方国家日益上升的地位以及不断增长的自主

性。③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创纪

录地邀请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代表参会，并设

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

南方”。④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日本作为七国集团轮值

主席国主张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⑤ 另一

方面，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范围之外，
并鼓动印度与中国展开所谓的“全球南方”领导

权之争。 比如，美国试图在增进与“全球南方”
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把“全球南方”打造为推进

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在中国与“全球南

方”之间进行区隔，防止中国主导“全球南方”，
打击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⑥

为否认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还有学者将世

界划分为“全球西方” “全球东方”和“全球南

方”，其中“全球西方”由美欧领导，“全球东方”
由中俄领导，“全球南方”则由发展中国家群体

组成，还未形成明确领导者。⑦ 西方排斥中国并

鼓动印度开展所谓“龙象之争”的核心意图，在
于分化“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并弱化这一概念

下的集体身份认知。 印度对此表现出高度配合

的意愿，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
和“领导者”，以及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

方”的桥梁，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

力并深化印美关系。⑧ 基于此，需警惕西方利用

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

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Ｋｅｖｉｎ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Ｋ． Ｇｉｌｌｓ， “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５５７－５７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ＵＳＤ９７ Ｔｒｉｌ⁃
ｌｉｏｎ ｂｙ ２０４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ｕｂ，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ｉｈｕｂ．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ｎｅｅｄ － ｔｏ －
ｒｅａｃｈ－ｕｓｄ９７－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ｂｙ－２０４０ ／ ．

Ｂａｒｏｎｅｓｓ Ａｓｈｔｏｎ， “ Ｓｔｏｐ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ｄａｙ ／ ２０２４－０２ ／ ｓｔｏｐ－ｔａｋ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ｇｒａｎｔｅｄ．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２３， Ｄｉｇ Ｗａｔｃ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
ｔｏ １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ｗａｔｃｈ ／ ｅｖｅｎｔ ／ ｍｕｎｉｃ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２３．

Ｓａｋｕｒａ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Ｒｉｎｋｅ， “Ａｔ Ｇ７，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ａｎｔ ａ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ｇ７－ｊａｐａ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ｗａｎｔ－ｒｅ⁃
ｔｈｉｎｋ－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２０２３－０５－２０ ／ ．

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
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０ 页。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００， Ｎｏ．１， ２０２４， ｐｐ．１２１－１３８．

张杰：“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９１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①

综上所述，“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之所

以面临理论、制度与发展的三重困境，主要在于

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与现实层面的“内外交

困”。 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削弱了“全
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固化了其在

霸权秩序中的不利处境；现实层面“全球南方”
面临的内外因素则进一步限制了整体发展的活

力，集体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能力均受到影响，
导致群体性崛起进程受阻。

三、“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困境的破解

　 　 尽管“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但
由于理论与现实的掣肘，其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仍不容小觑。 当前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
“全球南方”能否顺利实现群体性崛起意义重

大。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和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能够为助力其突

破相应困境提供路径选择。 在理论层面，中国

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破解“西方迷思”，
丰富源自“全球南方”本土实践经验的理论视

角，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与共生底线三个环节

强化“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在
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全球南方”
获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也充分激活

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其实现发

展战略自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以及平等享受

发展成果。

３．１　 理论工具：国际共生理论

国际共生理论强调以“和合共生”替代“对
抗冲突”，能够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提供

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法性认同基

础。 国际共生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因，顺应了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实践理念，对于发

展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建设共生互利型国际秩序、改善国际治理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② 与西方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强调“对抗冲突”的取向不同，国际共生

理论极具包容性，它肯定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并
认为差异性是推动事物建设性发展的活力来

源。 这样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万物的理论学说

在变乱交织的当下具有更突出的时代意义。 国

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四大基本要素，即共

生关系的主体、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底

线以及共生关系的拘束性。③ 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共生性底线与拘束性存在一定重合，均秉持

克制自我、包容他人的理念。 结合国际共生理

论的基本要素与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认为，共
生理论主要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

线三个环节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提供了

相应助力。
（１）共生主体：以平等有序的多极秩序取代

等级制的霸权秩序

共生的核心主体是国家。 尽管非国家行为

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渐上升，但国家的

主体地位仍未动摇。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驱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走向多极化，重塑当

前国际秩序的意愿愈发强烈。 为缓解压力，霸
权国有意忽视新兴经济体为国际发展做出的贡

献，引导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新兴国家对“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上，自身却在应对新兴国

家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做出诸多不负责任、威胁

国际和平的行为。④ 归根结底，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单向度思维固化了“对抗与冲突”的核心概

念，若某一非西方文明准备复兴就带有“原罪”，
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与西方文明产生

了“冲突”，西方文明需要对其采取全面压制。⑤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 ‘全球南方’ 外

交”，《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 页。
任晓、门洪华、刘雪莲等：“国际共生理论的理论贡献、现

实回应和未来展望”，《国际观察》，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５９－６２ 页。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

系理论”，《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 页。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

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第
５ 页。

邢广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以中华

文明突出特性为视点”，《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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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外关系的基本哲学框架和逻辑体系也明

显受到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基于此，西
方集团不断强化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

“威胁”认知，将中国等“全球南方”大国塑造为

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强化阵营对抗，阻挠国际

制度改革。 究其实质，是西方无法容忍所谓的

“他者”动摇霸权秩序。 国际共生理论强调的是

所有共生主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共生既包括“全
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共生，更包括“南北”之间的

共生，强调的是求同存异，最终目标是构建从和

平共处到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２）共生纽带：以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取代

“脱钩断链”的少边主义

共生关系的纽带是资源。 资源是指“在一

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产生某些效能以满

足人之需要者，包括物质系列、精神系列、劳务

系列、关系系列等内容”。① 人的生存与发展离

不开各种各样的资源，以人为基石的国家为实

现发展振兴，对资源亦具有迫切需求。 历史上

的殖民主义与现实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全
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发展权利严重失

衡。 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

重心的“南移”，西方集体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等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愈发注重强化“脱钩

断链”，构筑“小院高墙”，意图固化“全球南方”
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 部

分发达国家为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资源

投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严重拖累了世界经

济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共生主体围绕资源既

存在斗争，也存在妥协。 如何平衡这种斗争与

妥协，决定了国际社会和平与战争的不同样态。
对于具有相对稀缺性的资源，更需要依赖不同

主体之间协调合作，才能有效满足共生性需求，
克服集体行动困境。 当今世界存在巨大的全球

治理赤字，诸多全球性问题亟须世界各国采取

集体行动加以应对。 然而，西方“自由国际秩

序”不仅难以照顾“全球南方”的利益关切，甚
至以安全逻辑压倒经济逻辑，构筑“小院高墙”
扰乱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阻碍世界经济健康

发展，“全球南方”深受其苦。 对于追求和平与

发展的“全球南方”而言，只有坚持互利共赢的

多边主义，取代“脱钩断链”的少边主义，才能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激活自身的发展潜力，
为其群体性崛起进程增强动力，而非增加

阻力。
（３）共生底线：以相互尊重的独立自主取代

肆意干涉的霸权政治

共生关系的底线是相互克制。 能否尊重别

国生存发展、国际社会共生的底线，是构建更加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的基本问

题。②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强化了独立自

主的政治经济诉求，希望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道

路且不被肆意干涉。 事实上，“全球南方”地域

范围宽广、国家和地区众多，各国发展水平不

等，发展和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各异。③ 在世界经

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全球南方”与主要发达

国家存在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导致其发展的脆

弱性愈发突出。 西方发展援助的知识体系，高
度重视对援助附加条件的强调以及援助项目设

计中的逻辑框架，认为援助应该按标准倾向于

投放给那些遵从民主善治等制度改革的国家，
抑或是援助项目中通过一系列事先严格设计好

的指标和活动来推动受援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程。④ 可以说，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援助政治色彩相当浓厚。 此外，对于那些不符

合西方设定的“民主” “人权”标准的发展中国

家，动辄实施单边乃至多边制裁，抑或是扶持代

理人战争，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左右其外交决

策，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与

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理

论和实践的垄断，给“全球南方”树立了自主发

９４

①

②

③

④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５ 页。

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观

察》，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 页。
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

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 页。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

索性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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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典范。① 全球共生关系的优化应当遵循克

制包容的底线，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应相互克制、
相互包容。

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到共生底线，中国学

派的国际共生理论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

供了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视

角。 不论是在情感共鸣上还是在利益分配上，
国际共生理论都更能满足“全球南方”的发展需

求。 客观来说，全球共生的主体包括“全球南

方”和“全球北方”，秉持“和合共生”的国际共

生理论，力图破解的就是多元世界中不同国家

的共处之道难题。 它提出了一种契合全球化进

程的世界秩序方案，能够和谐地容纳多元力量

与价值，迈向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此，国
际共生理论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

南方”视角，更为“全球南方”突破群体性崛起困

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３．２　 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强化“全球南方”群体

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旨在实现新型经济全球

化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有助于“全球南方”提
升国际制度性权力，并充分激活其经济发展动

力，为突破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提供切实有效

的实践平台。
（１）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

国际制度性权力可以通过创建、参与、改
革、推出和破坏的方式来获得。② “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十余年来，实现了“从愿景到现实”的转

变。 它作为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框架，旨在从

宏观上协调各国之间的合作，涵盖了政治、基础

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多个

问题领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根本制度。③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制度属性，在此框

架下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视为“全球南方”国
家通过主动创建的方式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

的重要实践。 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促使

共建国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乃至民心上产

生更加紧密的连接，成为中国与共建国携手发

展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作为中

国对外政治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
与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接”更是一种全新的国

际制度互动方式。④ 相关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就具体目标和责任义务达成共识，通过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现与既有国

际制度的良性互动。 这种互动大幅提升了以

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发

展合作领域中的影响力，国际制度性权力也得

以增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 这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

又一重大倡议，亦可以回答“全球南方”需要何

种发展理念、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之问。
全球发展倡议进一步回应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强烈愿望和迫切需求，着眼破解国家间和各

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推动世界以

合作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

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核心路径，与此同时，制
度建设也将是“一带一路”今后推动的重点，包
括深化合作的内生制度和外部合作的对接制

度。⑤ 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

落实，有助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进一步增强“全球南方”在国际议程设

置与国际规范塑造方面的影响力。
虽然当前国际制度本质上仍由美西方势力

主导，但伴随霸权国际秩序的衰落与“全球南

方”群体性崛起态势的上升，既有国际制度赤字

愈发凸显，其合法性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国际制度性权力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南方觉醒丨从全球南方崛起看国际格局演变”，新华

网，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 ２０２４０１０８ ／
８ｆａ８２ｂ９１ｆ３０２４９１ａ８０ｃ６ｂ８４ｂａ３ｄａ１８３６ ／ ｃ．ｈｔｍｌ。

张发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太平洋学

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 页。
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当

代亚太》，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３４ 页。
崔守军、王妃：“制度复杂性与‘一带一路’国际制度对接

研究”，《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９０ 页。
王明国：“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太平洋学

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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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契机。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

动沿线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间发展战略

的对接与耦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

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
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天然同盟军，而“全球南

方”国家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共建国。
鉴于此，“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将进一步夯

实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基础，拓宽其

获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路径，助力突破相应的

制度困境。
（２）激活“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动力

对“全球南方”而言，发展不仅是实现群体

性崛起的关键，也是其始终追求的目标。 正因

如此，旨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一带一路”
倡议，与“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高度契合，“全
球南方”国家也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

力量。 具体来看，共商原则有助于“全球南方”
实现发展战略自主；共建原则有助于“全球南

方”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共享原则有助于“全球

南方”平等享受发展成果。
第一，共商原则助力“全球南方”自主选择

发展战略。 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实现国际社会

和谐共生的前提。 在突破传统“援助国—受援

国”模式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一种平

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 共商

原则充分尊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保障参

与主体的自愿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在相关合作

中不附带任何政治或经济条件，从而确保“共
生”主体的舒适度、满意度和共识度。 与西方极

力构筑的“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迥异，开放

包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特征。 １１ 年来，
共建“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延伸至非洲、拉美，
１５０ 多个国家、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举办 ３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立了 ２０ 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

台。① 其中亦包括新西兰、泰国、葡萄牙等数十

个美国盟国。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中国式现

代化理念与实践得以广泛传播，为“全球南方”
国家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

鉴。 土耳其外交政策研究所安全与战略研究主

任哈桑·于克塞伦（Ｈａｓａｎ Ｙüｋｓｅｌｅｎ）指出，“一
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开放项目，
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包容而非排斥使该倡议

具有重要意义。② 总之，“一带一路”秉持的共商

原则，旨在以合作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

会制度差异，对所有共建国家予以充分的尊重，
这也为“全球南方”自主选择发展战略拓宽了

空间。
第二，共建原则助力“全球南方”增强自主

发展能力。 自主发展能力是“全球南方”突破群

体性崛起困境的基石。 共同发展是“全球南方”
国家合作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

目标。 受制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滞后、工
业化程度低、资金和技术缺乏、人才储备不足等

因素，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与价值链

中的不利处境难以改变，资源潜力未能充分发

挥。 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

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

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促进了结构性权

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③ 在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结合自身优势，因应

“全球南方”国家的不同现实需求，实现优势互

补、联动发展，为这些国家平等融入全球产业链

和价值链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提供了诸如亚

投行、丝路基金等重要的金融公共产品。 针对

气候治理问题，中国与非洲开展新能源合作，利
用中国光伏产业优势，结合非洲农业、供水等领

域的用能需求，实施“非洲光带”项目，以可持续

的方式为非洲国家创造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１５

①

②

③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

代价值和实践成就”，新华社研究院，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 ｜他们用三个关键词告诉你‘一

带一路’意味着什么”，新华网，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 ２０２４０２１９ ／ ０ｅ２９ａ０ｅ６ｆａ３２４ｃ９ｂ９０９５４３ｄ０８６０ｆ０８７５ ／ ｃ．
ｈｔｍｌ。

梁昊光：“‘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

济学分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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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① 中欧班列、雅万

高铁、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落

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更
能可持续地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增强自主发展

能力，实现从 “授人以鱼” 到 “授人以渔” 的

突破。
第三，共享原则助力“全球南方”平等享受

发展成果。 平等享受发展成果是国际社会和谐

共生的目标。 “一带一路”的共享原则能够助力

现代化成果惠及“全球南方”，强化集体身份认

同与集体行动能力。 西方集团主导的经济全球

化并未实现普惠发展，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富者

越富、贫者越贫，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难以进入

现代化轨道。 虽然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崛

起使得“中间”阶层的收入有所增加，全球不平

等似乎有所减少，但由于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系

统性过程仍在持续，故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发展

不平衡的基本过程仍未改变。② 而“一带一路”
的共享原则在于实现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化，
使发展既充分又平衡，保障“全球南方”国家能

够切实享受到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利好。 当前，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

大、共同收益最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据统计，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若全部

得以实施，到 ２０３０ 年，每年将有望为全球产生

１．６ 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 ＧＤＰ 的 １．３％，其中

９０％由伙伴国分享，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受

益更多，并有望帮助全球 ７６０ 万人摆脱极端贫

困、３ 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③ 听其言而观其

行，通过切实保障现代化成果惠及“全球南方”
国家，“一带一路”不仅有效激活了这些国家的

发展动力，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稳

定性与确定性。

四、结　 语

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进行深度调整，而
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之际，迈入群体性崛起进

程的“全球南方”国家已然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

济变革的关键力量。 正因如此，其群体性崛起

面临的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也愈发

凸显。 理论困境造成“全球南方”本土研究视角

缺位，“西方迷思”丛生；制度困境造成“全球南

方”国家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薄弱，国际影响力难

以有效发挥；发展困境造成“全球南方”与“全球

北方”的结构性差距持续扩大，难以顺利进入现

代化发展轨道。 究其根源，理论研究的僵化与

现实层面的内外因交织，造成相关困境的产生

与加深。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

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既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助力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中国方案。 源自中

国的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

驱动力。 理论层面上，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到

共生底线，国际共生理论为“全球南方”群体性

崛起提供了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全

新视角。 实践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既能有

效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又能充

分激活“全球南方”的发展动力。 当然，国际共

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应用于“全球南方”
群体性崛起这一新叙事尚处于初期阶段，深层

融合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和完善。 如何更

好地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话，使其更客

观理性地认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现实，
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全球南方”内部的分化危

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形成发展合力，都是今

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主题。
责任编辑　 邵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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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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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中非新能源合作让更多‘小而美’ 项目惠及非

洲”，新华网，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 ／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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